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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场与样方尺度下的放牧强度测量及其对青藏高原牧
业可持续管理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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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藏高原的高寒草甸为当地社区和下游居民提供了关键的生态系统服务。 为维持并促进这一牧业社会⁃生态系统的多功

能性和可持续性，防止放牧等人类活动导致的草地退化，草地管理者首先需要对放牧强度的合理范围做出判断。 牧场尺度下的

放牧强度与影响放牧管理方式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密切相关，而样方尺度的放牧强度测量对理解草地生态系统植被群落组成

及物种多样性维持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虽有多种定义放牧强度的方法，但其分析往往缺乏对空间因素的考虑，如草地初级

生产力的空间异质性和家畜啃食与踩踏行为的空间分布差异。 因此，本文在两个不同空间尺度下对放牧强度进行了定义、测量

和分析。 首先，利用社区参与式作图的方法，本研究计算了 １９９４ 年与 ２０１５ 年青藏高原东部某自然村冬春与夏秋牧场在牧场尺

度下的放牧强度。 其次，运用移动生态学的方法，结合 ＧＰＳ 和加速度计等技术，本研究对牦牛在单个牧场内的啃食和踩踏行为

进行了详细记录，并据此计算了样方尺度（２ ｍ×２ ｍ）下的放牧强度。 结果显示，在牧场尺度下，由于牧场面积及使用期长短的

差异，１９９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冬春牧场的放牧强度均显著高于夏秋牧场 （Ｐ＜０．０５）。 此外， 由于人口增长及家庭数增加，村内冬春及

夏秋牧场数量增多，且平均面积明显减小，而每户平均家畜数量维持不变，揭示了人口结构变化对放牧强度差异的影响。 由于

存在系统性的路径依赖，牧民在调整牧场面积、使用时间和牲畜数量等方面都面临挑战，阻碍了对放牧强度的及时调整。 基于

牦牛啃食和踩踏行为进行的细致分类和空间格局分析，本研究发现牦牛的啃食行为偏好选择坡度 ２０—３０°且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显著高于牧场平均值（Ｐ＜０．０５）的草地斑块。 传统放牧方式的改变，如羊倌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由牦牛啃食偏

好导致的局地放牧强度增加。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表明，在制定放牧强度管理策略时，需要充分考虑不同空间尺度下导致放牧强

度增加的社会⁃生态驱动要素，避免简单地将过度放牧现象归咎于牧民的管理能力不足。 考虑到草地牧业景观中普遍存在的空

间异质性，本研究强调有效的放牧强度数值应基于单个牧场的具体情况进行界定。 牧业管理者应通过实地观察积累在地知识，
结合当地的景观环境特点，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放牧强度管理策略，以实现青藏高原牧业系统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可持续畜牧业；草原承载力；社会⁃生态系统；景观异质性；高寒草甸退化；移动生态学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ｔ ｐａ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ｄｒａｔ ｓｃａｌｅｓ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ｉｓｍ ｏ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ＬＩ Ｌｉ１，∗， ＬＩ Ｄａｎ１，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ｕｂｅｒｔｕｓ ＫＮＯＰＳ１，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ＢÜＲＧＩ２， ３

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Ｘｉ′ａｎ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ｕｚｈｏｕ ２１５１２３，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ｗｉｓｓ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ＷＳＬ， Ｂｉｒｍｅｎｓｄｏｒｆ ＣＨ⁃８９０３，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ｒｎ， Ｂｅｒｎ ＣＨ⁃３０１２，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ｏｆｆｅｒ ｖｉｔ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ｓ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ＧＩＳ ａｎ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ｐａ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ｄｒａｔ ｓｃ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ｉｒｓｔ， ｗ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ｕｒｅ⁃ｓｃａｌｅ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ａｕｔｕｍｎ ｆｏｒ １９９４ ａｎｄ ２０１５ ｉｎ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ｓｐｒｉｎｇ ｔｈａｎ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ａｕｔｕｍｎ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ｙｅａｒｓ （Ｐ＜ ０．０５）． Ｏｕｒ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ｅｄ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ｄｕｅ ｔｏ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ｍｏｒ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ｐａｓｔｕｒ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５ ｔｈａｎ ｉｎ １９９４，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ｐｅｒ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Ｔｈｉｓ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ｈｉｆｔ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ｖａｒｉｅｄ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ｐｏｓ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ｉｓｔ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ｑｕａｄｒａｔ ｓｃａｌｅ （２ｍ×２ ｍ） ｉ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ＧＰ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ｓ，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ｙａ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ａｓｔｕｒ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ｙａｋｓ ｐｒｅｆｅｒ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ｏｎ ｐａｔｃｈ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２０—３０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Ｐ＜０．０５）．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ｉｎｇ ｄｕｅ ｌ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ｕｌ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 ｌｏｃａｌ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ｄｕｅ ｔｏ
ｙａｋ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ｕ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ｂｌａｍｉｎｇ ｏｖｅｒｇｒａｚｉｎｇ ｏｎ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ｉｓｔｓ． Ｗ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ｖａｌｕ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ａ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ｉｓｍ；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进入人类世时期的全球环境问题与人类土地利用方式的剧烈变化密不可分［１］。 土地使用强度作为一个

核心量化指标，有效地衡量了人为干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变化，对于评估土地使用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系

统功能及服务的影响至关重要 ［２］。 在分析社会⁃生态系统间的复杂互动时，土地使用强度不仅连接了两者，
也是衡量它们相互作用的关键变量［３—４］。 牧业系统，作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典型案例［５］， 其影响与意

义不容忽视：全球范围内，约有 ２０ 亿 ｈｍ２草地被用于畜牧业［６］。 这些草地生态系统不仅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丰

富的生态系统服务［７］，也在维持中高纬度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８］。 然而，当前放牧管理方式

变迁导致的放牧强度迅速变化对牧业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并阻碍了草地系统在社

会、经济和生态层面发挥其多重功能［９］。 集约化放牧已在全球多种牧业系统中引发了不同程度的荒漠化现

象［１０］；同时，弃牧导致的草地灌丛化，即原本植物物种丰富的草地被物种相对单一的灌木取代，也被视为另一

种形式的生态退化 ［１１， １２］。
在探讨牧业社会⁃生态系统的运作机制时，家畜的啃食和踩踏行为被普遍视为该系统内最主要的生态干

扰因素之一 ［１３］。 生态干扰是生态学中的基本概念之一。 生态学家 Ｊ． Ｈ． Ｃｏｎｎｅｌｌ 等人在 １９７８ 年首次提出了

中度干扰假说［１４］，该假说认为适度的生态干扰强度能够促进物种多样性的维持。 Ｐｉｃｋｅｔｔ 和 Ｗｈｉｔｅ ［１５］进一步

探讨了干扰对生态群落影响的多个方面，包括物种丰富度、优势度、以及生态系统功能等。 尽管关于中度干扰

假说的适用性存在诸多争议［１６—１７］，该假说仍然是解释物种多样性分布格局时最常引用的生态理论之

一［１８—１９］。 中度干扰假说认为，在中等强度的生态干扰条件下，竞争优势物种与环境胁迫耐受型物种能够共

存，从而使得物种多样性达到峰值［１４， ２０， ２１］。 在实证研究中，多个地区的观察结果均支持了中度干扰假说。 例

如，在蒙古［１３， ２２］、东北非［２３］和澳大利亚［２４］等地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草地生态系统中家养有蹄动物的放

牧强度和样方尺度（ｑｕａｄｒａｔ ｓｃａｌｅ）下植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中度干扰假说得到合理的解释。 这些结

果不仅加深了研究者对生态干扰与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之间的理解，也为多功能牧业管理的实践提供了重要

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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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的高寒草甸，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牧业系统之一［２５］，不仅承载着当地牧民的生计，还是江河

源头重要的水源涵养地，更是众多青藏高原特有物种的栖息地，具备着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２６—２７］。 然而，当
前数据显示，青藏高原 ７０％的草原正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退化问题［２８］。 其中，超载过牧［２９］ 以及过去几十年中

放牧管理方式的转变［３０］，被认为是导致高寒草甸退化主要社会驱动因素。 对放牧强度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
是推动青藏高原现有的牧业管理方式向可持续、多功能的方向转型的关键。 本研究以青藏高原牧业社会⁃生
态系统为案例，重点探讨如何在牧场（ｐａｓｔｕｒｅ ｓｃａｌｅ）和样方（ｑｕａｄｒａｔ ｓｃａｌｅ）两个不同的空间尺度下定义及测量

放牧强度 。 通过将这一研究结果与社会⁃生态系统中不同空间尺度下的系统间相互作用相结合，本研究旨在

探讨实现可持续放牧管理的有效途径，以期为青藏高原乃至类似地区的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青海省果洛州久治县白玉乡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属典型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以嵩草（Ｋｏｂｒｅｓｉａ）为建群

种。 当地牧民遵循着传统的季节性放牧模式，将草地划分为冷季（冬春）和暖季（夏秋）两类草场，轮替使用。
目前，牦牛是该地区主要的家畜品种，对当地牧业经济具有重要影响。 自 ２００９ 年起，本研究团队在久治县白

玉乡的嘎玛村（化名）开展了多年的牧业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工作，聚焦于放牧活动对高寒草甸退化的作用机

制的探究［４， ３０］， 以及放牧对当地鸟类生物多样性的影响［３１—３２］。 为了深入理解放牧管理及其历史变化对物种

多样性分布以及嵩草草甸健康状态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了多学科结合的野外工作方法，涵盖了社会系统到生

态系统的多个层面，收集了嘎玛村在社会、经济以及生态方面的多种变量数据，用以测量不同空间尺度下放牧

强度。
１．２　 放牧强度在牧场尺度及样方尺度的定义

本研究在牧场及样方两个尺度下对放牧强度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和测量。 在牧场尺度下，研究采用三个不

同维度来综合评估牧场尺度的年化放牧强度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ＧＩ）：

ＧＩ＝ Ｎ
Ａ
×Ｔ

首先，本研究采用羊单位对家畜头只数 （Ｎ， Ｎｕｍｂｅｒ）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家畜种类对放牧强

度的差异。 根据研究区域的标准，１ 头牦牛相当于 ４ 个羊单位，１ 匹马相当于 ６ 个羊单位［３３］；其次，本研究采

用了牧场面积 （Ａ， Ａｒｅａ），以反映牧场尺度下可食用饲草资源的丰富程度；最后，本研究引入了牧场年化使用

率（Ｔ， Ｔｉｍｅ），这一指标通过计算季节性牧场实际使用的月数与全年月数的比值得出，反映牧场在一年中的使

用频率。 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本研究评估牧场尺度放牧强度的综合指标。
在样方尺度下，本研究进一步细化了放牧强度的测量方法。 具体而言，通过在（２ ｍ×２ ｍ）的范围内计算

家畜的踩踏及啃食行为的发生频率来定义放牧强度。 家畜的这两种行为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影

响：首先，家畜的啃食行为直接移除了地上生物量，驱动了高寒草甸植被群落物种组成的改变，是高寒草甸植

被群落面临的主要生态干扰因子。 其次，家畜的踩踏行为主要通过对土壤的物理性质的影响，例如压实土壤，
破坏土壤结构等，对植被及土壤微生物造成环境胁迫。 这种胁迫可能导致土壤透气性降低、水分渗透能力减

弱，从而影响植被生长及土壤微生物活性。
１．３　 社区参与式作图

社区参与式作图或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ＧＩＳ）被广泛应用于

环境治理及景观规划［３４—３５］。 在 ２０１４ 年野外调查期间，研究团队对嘎玛村 ２４ 位关键信息人进行了深入访谈，
其中包括 ６６ 次 ＰＧＩＳ 采访。 在访谈过程中，研究团队向受访者展示了当年 ６ 月间嘎玛村 １０ ｃｍ 高分辨率无人

机遥感影像图［３６］，邀请受访者在地图上勾绘出当年以及 １９９４ 年每户在冷暖两季使用的牧场边界，并详细记

录了相应的牧场使用时间。 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次年，研究团队返回嘎玛村并召集了村代表会议，将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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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牧场边界图交由参会代表进行确认和修正。 所有 ＰＧＩＳ 访谈和村民会议都在当地翻译的协助下用果洛

藏语方言进行。 在牲畜数量方面，研究团队依托久治县草原工作站的记录，获取了嘎玛村 １９９４ 年每户的牲畜

头只数。 同时，在 ２０１４ 和 ２０１５ 两年 ５ 月至 ８ 月的入户访谈期间，研究团队在嘎玛村前后六次实地清点了每

户的牲畜数量，最后采用了观察中的最高数字作为该户牲畜数量的估计值［３０］。
１．４　 无人机遥感进行牧场测绘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研究团队采用了大疆精灵 ４ 多光谱无人机来获取高分辨率的嘎玛村牧场的正射影像。 为

了确保不同光线条件下光谱数据的一致性，研究团队使用了 ＭＡＰＩＲ 光谱板对每次飞行所获取的影像进行了

光谱校准。 基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Ｍｏｔｉｏｎ （ＳｆＭ）的摄影测量方法，研究团队在 Ａｇｉｓｏｆｔ Ｐｈｏｔｏｓｃａｎ 软件中对原始影

像进行处理，并将多次飞行获得的影像拼接为一张景观尺度的正射影像。 此后，利用数字点云数据，研究团队

生成了嘎玛村牧场的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并将单帧图像投影到 ＤＥＭ 上获得了实现地理校正后的正射影

像，使得正射影像和 ＤＥＭ 均达到了相同的空间分辨率（１０ ｃｍ 级）。 基于 ＤＥＭ 数据，研究团队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

中计算了牧场的地形数据，包括坡度和坡向等关键参数。 此外，利用大疆精灵 ４ 多光谱无人机提供的近红外

和红光两个波段的光谱数据，研究团队计算了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ＮＤＶＩ），用于反映草地植被的地上生物量。 在本研究中，ＮＤＶＩ 的空间分辨率也达到了 １０ ｃｍ 级别。
１．５　 针对牦牛行为的移动生态学研究

２０２２ 年间，嘎玛村的家畜组成以为牦牛为主。 为了精确测量牦牛在嘎玛村冬春牧场样方尺度下的放牧

强度，本研究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选择了四头成年母牛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团队为这些牦牛佩戴了加速度计

（Ａｘｉｖｉｔｙ ＡＸ３）和 ＧＰＳ（Ｃｏｌｕｍｂｕｓ Ｐ⁃１０ Ｐｒｏ）设备，用以追踪牦牛在牧场中的空间移动，并精准定位其踩踏和啃

食行为发生的具体地点［３７， ３８］。 ＡＸ３ 加速度计是一款三轴运动传感器，尺寸为 ２３ ｍｍ × ３２．５ ｍｍ × ７．６ ｍｍ，重
１１ ｇ。 研究团队将其固定在牦牛的牛角上，以记录牦牛在三个方向的活动变化。 加速度计内置时钟，研究团

队在每次采样前均会进行时间校准，并将设置采样频率设置为 １２ Ｈｚ。 为了将牦牛的行为与其在牧场上的具

体位置进行匹配，研究团队将 ＧＰＳ 放置于防水袋中，以项圈的方式固定在牦牛颈部。 ＧＰＳ Ｃｏｌｕｍｂｕｓ Ｐ⁃ １０ Ｐｒｏ
的尺寸为 ５５ ｍｍ × ８５ ｍｍ × １７．７ ｍｍ，重量 ８２ ｇ，设有内置时钟。 该款设备使用 ＷＧＳ⁃８４ 大地坐标系，定位精

度可达 １ ｍ，采样频率为 １ ｓ，可记录经纬度、海拔、时速、方位角等信息数据。 研究团队同样进行了时间校准，
以确保 ＧＰＳ 数据可以与加速度计数据通过时间线进行配准。 此外，研究团队进行了约 ７０ ｈ 的实地观察，详细

记录了牦牛的踩踏、啃食等关键行为，并在加速度传感器和 ＧＰＳ 的时间线上以 ３ ｓ 的分辨率对所有观察到的

行为进行了同步标注。 本研究使用这些标注数据提供的训练数据集对后续的机器学习模型进行了训练。
１．６　 数据分析

在移动生态学研究中，随机森林等机器学习算法已被广泛采用作行为分类模型，以准确识别和分析动物

的行为模式［３９］。 本研究首先基于实际观察标记出的行为观察数据，在相应的 ＧＰＳ 和加速度计数据中提取了

的特征值，并使用了随机森林算法对牦牛的啃食、踩踏、休息等行为进行了训练和分类。 在构建随机森林模型

的过程中，本研究采用了 ８０％的数据作为训练数据，剩余 ２０％的数据用作测试数据［３９］。 通过将模型分类结果

与实地行为观察数据进行比较，本研究计算出了分类结果的准确度。 此外，为了从统计学角度对样方尺度下

的放牧强度进行比较分析，本研究采用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 ｔｅｓｔ 这一常用的统计方法。 以上所有的数据分析，包括

随机森林建模与统计计算等，均使用 Ｐｙｔｈｏｎ 编程语言［４０］完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牧场尺度的放牧强度分布

在嘎玛村，冬春牧场与夏秋牧场在放牧强度上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图 １）。 首先，冬春牧场在 １９９４ 年

和 ２０１５ 年的放牧强度均显著高于同一年份的夏秋牧场（图 ２）。 具体而言，在 １９９４ 年，冬春牧场的放牧强度

平均值为 １．６２ 羊单位 ／ ｈｍ２，这一数值显著高于同年夏秋牧场的 ０．４３ 羊单位 ／ ｈｍ２（图 ２，Ｐ＜０．０１）。 而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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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嘎玛村 １９９４、２０１５ 年冬春及夏秋牧场的牧场尺度放牧强度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Ｐａｓｔｕｒｅ⁃ｓｃａｌｅ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ｓｈｅｅｐ ｕｎｉｔ ／ ｈｍ２） 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ａｕｔｕｍｎ ｐａｓ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Ｋａｒｍａ ｉｎ １９９４ ａｎｄ ２０１５

　 图 ２　 嘎玛村 １９９４ 年及 ２０１５ 年所有牧户冬春及夏秋牧场的牧场

尺度放牧强度箱形图

Ｆｉｇ．２　 Ｂｏｘ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ｕｒｅ⁃ｓｃａｌｅ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ａｕｔｕｍｎ ｐａｓ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Ｋａｒｍａ ｉｎ １９９４ ａｎｄ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年，尽管整体放牧强度有所下降，但冬春牧场的放

牧强度平均值（１．２３ 羊单位 ／ ｈｍ２）仍显著高于夏秋牧

场（０．５７ 羊单位 ／ ｈｍ２）（图 ２，Ｐ＜０．０５）
在同一年的比较中，冬春牧场与夏秋牧场放牧强度

的显著差异主要由冷暖两季之间的牧场平均面积（Ａ）
与年化使用时间（Ｔ）的差异造成（表 １）。 具体而言，在
嘎玛村的夏季牧场由于采用了联户经营的管理方式，使
得牧场面积（Ａ）较大（表 １）。 与此同时，夏秋牧场使用

的时间仅为 ４ 个月，其年化使用率（Ｔ）明显低于冬季

牧场。
其次，在嘎玛村的冬春牧场内部，放牧强度也存在

着明显差异（图 １），这一差异主要受到每户牲畜头只数

（Ｎ）与牧场面积（Ａ）的影响。 随着牲畜数量的增加和

牧场面积的相对减少，放牧强度相应增加。 在 １９９４ 年

与 ２０１５ 年冬春牧场放牧强度的比较中，由于全村人口

和户数的增加，冬春牧场的分配情况也发生了变化。 全

村冬春草场由 １９９４ 年的 ２１ 块被分割为了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０
块，平均面积由 ２４０ ｈｍ２降低为 ２１２ ｈｍ２（表 １）。 这种草场面积的减少和分割加剧了放牧强度的空间异质性。
从标准差的变化来看，１９９４ 年冬春牧场之间的放牧强度标准差为 １．０２，而到了 ２０１５ 年，标准差增加为 １．１９。
这表明冬春牧场放牧强度的空间异质性在增加，即不同牧场之间的放牧强度差异在扩大。

表 １　 嘎玛村 １９９４ 及 ２０１５ 年冬春、夏秋牧场的统计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Ｋａｒｍ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ｉｎ １９９４ ａｎｄ ２０１５

牧场类型
Ｐａｓｔｕｒｅ ｔｙｐｅ

牧场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ｓｔｕｒｅｓ

平均面积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ｒｅａ ／ ｈｍ２

牧场面积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ｓｔｕｒｅ ａｒｅａ

平均家畜
数量 ／ 羊单位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ｎｕｍｂｅｒｓ ／ ｓｈｅｅｐ ｕｎｉｔ

家畜数量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ｎｕｍｂｅｒｓ

１９９４ 冬春牧场 １９９４ Ｗｉｎｔｅｒ⁃ｓｐｒｉｎｇ ｐａｓｔｕｒｅ ２１ ２４０ １５３ ４１５ １７５

１９９４ 夏秋牧场 １９９４ Ｓｕｍｍｅｒ⁃ａｕｔｕｍｎ ｐａｓｔｕｒｅ ７ １２４８ ６９８ １２４５ ２２２

２０１５ 冬春牧场 ２０１５ Ｗｉｎｔｅｒ⁃ｓｐｒｉｎｇ ｐａｓｔｕｒｅ ３０ ２１２ １５７ ４０８ ２５９

２０１５ 夏秋牧场 ２０１５ Ｓｕｍｍｅｒ⁃ａｕｔｕｍｎ ｐａｓｔｕｒｅ １３ ６７２ ７４６ ６４９ ４３１

　 　 其中冬春场场的使用时间为每年 ８ 个月，夏秋牧场为每年 ４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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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样方尺度放牧强度的空间分布

本研究利用随机森林模型成功地区分了牦牛的三种主要行为：啃食、踩踏和休息。 模型在区分这三种行

为时表现出了较高的准确率，其中啃食行为的识别准确率达到 ９３％，踩踏行为准确率为 ８８％，休息行为准确

率为 ９５％ （表 ２）。 研究发现牦牛啃食行为与踩踏行为（仅发生位置移动而没有啃食行为的时间段）的时间比

例为约为 １４．８ （表 ２，图 ３）。 这一结果表明在放牧过程中牦牛大部分的时间用于啃食。

表 ２　 随机森林分类模型的评估指标及日间牦牛行为所占的时间百分比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ｎｄ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ａ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牦牛行为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准确率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ＵＣ 行为占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ｅｒｃｅｔａｇｅ ／ ％

啃食 Ｆｏｒａｇｉｎｇ ０．９３ ０．９８５５ ７５．９

踩踏 Ｔｒａｍｐｌｉｎｇ ０．８８ ０．９８１１ １２．５

休息 Ｒｅｓｔｉｎｇ ０．９５ ０．９９５９ １１．３

其他 Ｏｔｈｅｒｓ ０．９２ ０．９７５１ ０．２

　 图 ３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分类的的单块牧场牦牛啃食与踩踏空间

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ａｋ ｆｏｒａｇｉｎｇ （ ｒｅｄ ｄｏｔｓ ） ａｎｄ

ｔｒａｍｐｌｉｎｇ （ ｂｌｕｅ ｄｏｔｓ ）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ａｓｔｕ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ａｎｄｏｍ⁃ｆｏｒｅ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数据含 ４ 只牦牛日间行为观测数据，总时长 ７６ ｈ，行为时间单位：

３ ｓ

为了进一步探究牦牛啃食行为的环境特征，本研究

对比了发生啃食行为的草地斑块与与全牧场范围内

ＮＤＶＩ 的均值 （图 ４）。 在（２ ｍ×２ ｍ）空间尺度的分析

中，研究团队发现发生啃食行为的草地斑块 ＮＤＶＩ 显著

高于牧场平均值（Ｐ＜０．０５）。 这一结果表明，牦牛更倾

向于选择地上生物量高的草地区域进行啃食。 然而，在
１０ ｍ ×１０ ｍ 空间尺度的分析中，本研究并未观察到

ＮＤＶＩ 值存在显著差异（Ｐ＝ ０．５７）。 此外，本研究还对地

形因素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与牧场整体坡度分布相

比，牦牛啃食行为偏向集中于 ２０—３０°坡度区间（１０ ｍ×
１０ ｍ 空间分辨率，图 ５）。

３　 讨论

３．１　 牧场尺度放牧强度对可持续牧业管理的影响

在可持续牧业管理的框架下，牧场尺度的放牧强度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考量因素，它受到牧场面积、家畜数

量、牧场使用时间三个维度的共同影响。 以嘎玛村为

例，自 １９９４ 至 ２０１５ 年，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家庭单

位的增多，原本划定的牧场范围在户内层面被进一步细

分，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小块牧场。 这一变化导致在户数增多的情况下，每户实际可使用的牧场面积不断减小，
而户均牲畜数量却没有出现明显下降，使得部分牧场放牧强度的显著增加。

除了人口增长这一直接驱动因素外，传统社区在放牧强度管理上还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挑战。 现代畜牧业

管理通常强调通过控制家畜数量，特别是提高出栏率，来优化载畜量。 然而，在青藏高原这一独特的牧业社

会⁃生态系统中，牦牛不仅扮演着核心的经济角色，还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被尊称为” 诺布” （珍

宝） ［４１—４２］， 体现出了经济价值之外的文化意义。 此外，因信仰佛教，当地信众可能将牦牛等牲畜的宰杀及出

栏视作与佛教教义不相符的行为。 这一文化因素影响了牧民在家畜数量控制上的决策。 事实上，在传统的游

牧系统中，牧民往往通过牧场搬迁或增加移动性的方式来管理放牧强度的时间维度［４３］， 而非直接对家畜数

量或牧场面积进行管理。 然而，随着牧业现代化的推进，土地使用权逐步私有化，牧民定居化现象逐渐普遍，

６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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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 ｍ×２ ｍ 空间分辨率下牦牛啃食、踩踏行为时间分布 ＮＤＶＩ分布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ａｋ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ｆｏｒａｇ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 ｔｒａｍｐｌｉｎｇ： ｂｌｕｅ） ａｌｏｎｇ ＮＤＶＩ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ａｔ （２ ｍ×２ ｍ）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ＮＤＶＩ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ｕｒｅ （ｒｅｄ）

图 ５　 １０ ｍ×１０ ｍ 空间分辨率下牦牛啃食、踩踏行为时间分布与坡度分布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ａｋ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ｆｏｒａｇ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 ｔｒａｍｐｌｉｎｇ： ｂｌｕｅ） ａｌｏｎｇ ｓｌｏｐ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ａｔ １０ ｍ × １０ ｍ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ｓｌｏｐ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ｕｒｅ （ｒｅｄ）

导致牧业移动性日益丧失［４４］。 这一变化对于牧场尺度的放牧强度产生了显著影响，特别是具有定居点的冬

春牧场上年化放牧时间的增加，以及夏秋牧场上年化放牧时间的减少，进一步加剧了放牧强度在空间分布上

的差异［４］。 因此，在探讨牧场尺度放牧强度对可持续牧业管理的影响时，必须充分考虑传统社区在家畜数量

控制、牧场面积调整、以及放牧时间安排等三个维度上的限制因素。 同时，研究者还需要深入分析社会、经济

和文化等多重因素造成的系统性路径依赖对牧民放牧管理决策的影响［４５］。
３．２　 样方尺度放牧强度对可持续牧业管理的影响

Ｇｒｉｍｅ ［４６］ 首先提出三种不同的生态机制共同决定了植物群落的组成：物种间竞争、环境胁迫和生态干

扰。 他进一步讨论了植物的 Ｃ⁃Ｓ⁃Ｒ 模型［４７］，预测植物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了不同的生存策略：竞争型植物

（Ｃ）适应于低环境胁迫和低生态干扰的生境，胁迫耐受型植物（Ｓ）适应于高环境胁迫和低生态干扰的环境，以
及杂草（Ｒ）更适应高生态干扰和低环境胁迫的环境［４８］。 根据 Ｇｒｉｍｅ 的 Ｃ－Ｓ－Ｒ 理论，样方尺度的放牧强度通

过影响生态干扰和环境胁迫，进而对物种组成产生显著影响。
在青藏高原东部的高寒草甸系统中，样方尺度的植被群落所展现出的极高的植物物种多样性，往往被认

为与食草动物动物所维持的中度干扰机制有关［４９］。 然而，当样方尺度的放牧强度超出一定范围、啃食或踩踏

强度过高，会导致这一草地斑块内的禾草和嵩草的比例下降，杂草或不可食用牧草的比例增加，可食用牧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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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减少。 在牲畜总数不变的情况下，这种植被群落的变化将迫使家畜在同一牧场内饲草条件较好的其它草

地斑块上增加其啃食和踩踏的强度，形成一种具有强化作用的系统内部正反馈，进而可能导致植被群落的变

化从样方尺度扩大到整个牧场尺度。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牦牛在（２ ｍ×２ ｍ）空间尺度下显著偏好啃食 ＮＤＶＩ
值较高的植被，然而，在（１０ ｍ×１０ ｍ）尺度下，这种偏好变得不显著。 这可能由于在较大空间尺度下，草地斑

块的异质性增加，导致 ＮＤＶＩ 值的差异被平均化。 这一发现强调了在具有空间异质性的景观中，选择适宜的

空间尺度来准确理解生态干扰对植被群落影响的重要性。
鉴于上述的生态过程，避免样方尺度下放牧强度过高成为了许多牧业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的关键

目标。 以阿尔卑斯地区的夏季牧场为例，政策倾向于对安排羊倌的畜群管理方式提供更高的补偿，其次鼓励

使用围栏对牧场建立起分区使用的轮牧系统（ｐａｄｄｏｃｋ ｓｙｓｔｅｍ） ［５０］。 这正是因为羊倌能够在更精细的时间和

空间尺度下调控放牧强度，确保家畜带来的生态干扰与样方尺度下的生物量及可食用牧草的比例相协调，有
效防止家畜过度集中在它们偏好的地块上，从而避免了小尺度下局部过牧现象的发生。 本研究进一步指出，
在青藏高原牧业系统中，对于放牧强度的空间分布调节，需特别关注（２ ｍ×２ ｍ）尺度下植被群落的空间差异

性。 这一尺度不仅是家畜进行觅食活动的基本空间单位，也是不同植物采用不同 Ｃ－Ｓ－Ｒ 策略进行光竞争或

养分竞争等种间相互关系的空间尺度。 在这一空间尺度下进行放牧强度的管理，对于维护牧业生态系统的植

物生物多样性，防止高寒草甸退化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欧洲的牧业管理经验，理想的管理方式首先是能够安

排经验丰富的羊倌根据草地情况实时调节家畜的放牧地点和时长，避免小尺度过度放牧。 其次，在当前普遍

缺乏羊倌的情况下，放牧管理者需要主动对草地的变化进行观察，特别是在家畜夜栖地附近家畜停留时间较

长的草地，观察频率应提高。 除了观察草地盖度，还应注意其他指标，如草地高度、优质饲草和有毒杂草的组

成等。 最后，基于观察结果，应对已经出现过度放牧迹象的草地进行早期干预，如补播草籽、添加肥料或采用

围栏进行小规模禁牧等。
３．３　 用放牧强度联接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优势

为了实现牧业的可持续发展，“草地承载力”的概念被广泛讨论及使用，它为界定放牧强度的上限提供了

理论框架，并为“中等放牧强度”的定量化提供基准数据［５１］。 在社会⁃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中，为了实现系统

对多种生态服务功能的可持续供给，需要使得两个系统的相互作用达到某种耦合状态（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５２］。 草地承

载力的概念指向了实现这一耦合状态的途径，它要求社会系统根据其所观察到的生态系统信号（如地上生物

量的变化），来动态调节放牧强度，以确保其始终低于草地初级生产力可以达到的限度。 草地承载力的计算

涉及两个关键方面：一是从生态系统角度估计草地的初级生产力，二是从社会系统角度测量家畜的组成、数量

及其干扰强度［５３］。
草地承载力这一概念模型虽然在理论上被证明是可行的，但在实际牧业管理中的应用却面临着挑战和限

制。 由于年降水量、地形、土壤条件以及放牧强度历史等时空因素的差异，草地的初级生产力在空间上往往呈

现出高度的异质性［５４—５５］。 在区域尺度（如县、乡）上制定的草地承载力标准，往往难以直接适用于单户牧民

的具体草地条件。 在牧场尺度下，放牧强度的确定不仅受到牧户对牧业生产决策的影响，还受到一系列社会、
经济因素的制约。 不同牧业社会⁃生态系统中，社区或家庭层面的经济因素和管理方式差异也常常导致家畜

数量、畜群结构、放牧管理方式等方面的显著不同［３０］。 鉴于上述社会与生态系统中关键变量的空间异质性，
草地承载力的界定必须针对具体景观和明确的空间位置进行，才可以确保其对可持续放牧管理实践的指导

意义［４］。
进一步地，在样方尺度下，家畜的啃食和踩踏对草地生态系统产生显著的环境胁迫与生态干扰，这些影响

直接作用于对植被群落的组成和结构［５６］，不仅与植物 ａｌｐｈａ 多样性的维持紧密相关，还是草地退化这一重要

生态过程的主要驱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草地质量及其变化的生态过程往往起始于植物物种间相互作用的样

方尺度。 即使在牧场尺度家畜的总数量低于草地承载力，由于家畜啃食行为的偏好性，放牧强度在牧场内部

的也可能呈现出不均匀的空间分布状态，进而造成小尺度下的局部过牧现象［５７］。 因此，对样方尺度的放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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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行测量，并深入研究不同放牧强度地块的空间分布规律，对于理解放牧管理方式对植被群落变化的具体

影响，以及这些管理方式如何作用于牧业系统中植物多样性的维持和草地退化的发生机制，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 然而，当前在样方尺度下放牧强度测量方法，如使用植被样方到畜栏或饮水点的距离作为替代指

标［１３， ２２］，其简化性往往无法全面反映家畜在实际放牧过程中对关键环境要素的偏好，如距离夜栖地的远近、
地上生物量、坡度、坡向等［５８］。 因此，本研究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样方尺度放牧强度测量方法，对于制定有效的

牧业管理策略具有实践意义。

４　 结论

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为当地及下游居民提供了关键生态服务。 为实现青藏高原牧业的多功能性

与可持续性，本研究在牧场和地块这两个空间尺度下对放牧强度进行了测量，并探讨了其与社会⁃生态系统相

互作用的关系。 本研究旨在增进管理者对牧业社会与生态系统间复杂交互关系的理解：首先，对放牧强度的

大小及空间分布进行细化的评估，有助于为放牧管理的直接决策者（如农户或自然村）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景

观适应性的管理措施。 其次，通过识别并区分影响放牧强度的不同驱动因素，研究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牧业

可持续管理的多维约束，避免将过度放牧问题简单地归咎于牧民的管理能力不足。 最后，对放牧强度的管理

需紧密结合社会系统中管理者对生态系统变化信号的敏锐观察。 与“草地承载力”的概念相较，放牧强度的

概念并不直接确立家畜对生态干扰与草地生产力之间的固定数值关系。 本研究强调，“草地承载力”的合理

数值需要管理者基于特定牧场的实际条件，进行连续的实地观察和动态调整。 因此，管理者需细致观察牧场

植被群落的变化、家畜的行为模式，以及新出现的系统要素（如鼠兔等）等关键生态信号，不断积累深入的在

地知识。 这些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将有助于畜牧业生产者制定更符合牧场实际状况的放牧强度及其空间分布

策略，协助政府决策者制定相关政策，缓解管理中的路径依赖问题，进而推动青藏高原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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